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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给阿嬷的情书》持续引发观影热潮，它带来的话题远不止故事本身。本期文艺评论版以该片为引子，策划推出一组评论：
一篇从流行概念“情绪价值”谈起，追问文艺创作如何在抚慰人心外，给予深层精神支撑；另一篇聚焦岭南电影，探讨地方叙事怎样走向更
广阔舞台。两篇文章都试图回应当下文艺创作中值得深思的话题，希望能为大家带来更多启发。

新文艺青年

■ 陶冶

《给阿嬷的情书》引发的观影热潮
和长尾效应仍在持续。作品以其细腻
的情感笔触和浓郁的地域风情，不仅打
动了无数观众，更引发了学界对于岭南
电影独特属性及其在全球华语文化语
境中定位的重新思考。作为长期致力
于地缘电影学研究的学者，我认为这部
影片的爆火并非偶然，它恰恰是岭南电
影“超越地方”逻辑在今天的一次精彩
演绎。

岭南电影的超越性，首先植根于其
独特的地缘环境。与内地许多区域电
影不同，岭南电影自诞生之日起，便是
在一种“边缘”与“中心”的辩证关系中
生长起来的。南岭山脉的地理阻隔，使
得岭南地区在历史上长期保持着相对
独立的文化；而面向南海的开放姿态，
则使其不可避免地卷入全球贸易与文
化的漩涡之中。

这种地缘上的双重性，在电影史上
表现为“省港双城”的独特结构。从早期
的黎民伟、郑正秋，到后来的蔡楚生、王
为一，再到改革开放后的珠江电影制片

厂与香港新联影业的合拍片，岭南电影
人始终游走于广州与香港之间。这种游
走，使得岭南电影天然具备了一种“弹性
身份”——它既是扎根中国的，又是面向
世界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

《给阿嬷的情书》之所以能够引发
超越地域的共鸣，正是因为它唤醒了这
种深植于岭南文化中的“离散记忆”。
影片中那个“阿嬷”，不仅仅是众多岭南
家庭中的祖母形象，更是千万海外华侨
心中故土的象征，一如改革开放之初

《海外赤子》中陈冲放声高歌的《我爱你
中国》。岭南电影的全球化基因，正是
由这种“出海”与“回望”的双重变奏所
构成。

岭南地区独特的文化逻辑，同样
成为岭南电影超越地方叙事的影响所
在。岭南地区独特的“稻作—渔捞—
商贸”三元生计模式，孕育了既不同
于中原农耕文明，也不同于纯粹海洋
文明的文化形态。这是一种兼具农耕
社会的韧性与海洋社会的开放性的

“混合型文明”。这种文明形态在电
影中表现为一种强大的“文化超稳定
结构”。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迁，岭

南电影始终能够通过方言、粤剧、潮
剧、宗族、早茶、粤菜、南派中医等文
化符号，维系着许多海外华人的文化
认同。

从《黄飞鸿》到《叶问》，再到今天的
《给阿嬷的情书》，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
功夫或家庭伦理的展示，更是一种文化
基因的顽强延续。这种文化基因，使得
岭南电影即便在表现最世俗、最市井的
生活时，也能透露出一种关于“根”与

“源”的叙事。《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
在于它精准地捕捉到了这种“文化超稳
定结构”中的情感密码。影片没有宏大
叙事的说教，而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细
腻描摹，展现了岭南文化中对于家庭、
宗族、故土的深厚情感。这种情感，是
许多海外华人都能够理解的“共同语
言”。它使得影片超越了单纯的地域风
情展示，从而上升为一种关于“乡愁”的
全球性表达。

岭南电影的超越性，也体现在其独
特的市场商业逻辑。岭南电影自诞生
之日起，便带有强烈的商业基因，这也
是其独特性所在。从早期的天一影片
公司到后来的邵氏兄弟，再到改革开放

后的珠江电影制片厂，岭南电影人始终
敏锐地捕捉着市场的需求。这种商业
逻辑，使得岭南电影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实际上承担了中国电影“探路者”的
角色。改革开放后，岭南电影率先通过

《雅马哈鱼档》《少年犯》《给咖啡加点
糖》等作品，展现了市场经济下的世俗
生活图景。这种基于市场敏感度的“题
材先发优势”，曾是岭南电影辉煌一时
的重要原因。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
优势逐渐被拉平。今天的岭南电影，
其超越性不再仅仅依赖于题材的先发
优势，而在于其如何在全球华语文化
语境中，重新定位自身。《给阿嬷的情
书》的出现，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
的范例。它通过一个家庭的故事，讲
述了一个关于爱、记忆与传承的共同
主题。它不再仅仅是为了展示岭南的

“奇观”，而是致力于挖掘岭南文化中
具有人类共同情感的价值内核。这种
基因，使得岭南电影能够超越地方的
局限，书写新篇章。

（作者系暨南大学艺术学院/珠江
电影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岭南电影何以能“超越地方”

■ 戴硕

“冷不丁梆梆就两拳”“你有多久没
有在下五子棋的时候又唱又跳了？”⋯⋯
相信即便是2G冲浪选手，过去一年里也
或许刷到过这两段毫无逻辑、颠三倒四
的表演。这些出自喜剧综艺的段子，在
播出后引发了很多人的跟风模仿，在网
络世界形成了“病毒式”传播。

而在节目之外，一种抽象文化也正
在年轻群体中悄然风靡，他们用错位的
回应、故意的误解、毫无征兆的情绪突转，
以反逻辑、反常规的方式造梗、玩梗⋯⋯
这些看上去胡言乱语、不着四六的话，
却屡屡成为流行语，构成了当代青年文
化中的一道景观。

那么年轻人看抽象喜剧，到底在看
什么？从《冷不丁梆梆就两拳》等节目
中，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有几个鲜明特点：

已读乱回。传统喜剧节目通常都
有清晰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注重
前期铺垫、起承转合，“三翻四抖”。但
搞抽象的喜剧则主动放弃叙事的因果
逻辑，转而构建一套自成一体的“胡说
八道”体系，虽然驴唇不对马嘴，但又莫
名和谐。在这些作品中，人物的行为不
再受日常生活理性的约束，而是按照作

品内部设定的荒诞规则运作。
情绪突转。《喜人奇妙夜》中曾创造了

一种“干拔”的表演风格，演员在没有铺垫
的情况下，会突然爆发出极端的情绪、夸
张的肢体动作或高分贝台词，前一秒还在
正常说话，下一秒就声嘶力竭，这种突兀
的情绪落差也是抽象喜剧的典型风格。

意义旁落。看惯了传统喜剧小品
“包饺子”上价值的观众，对于搞抽象的
喜剧节目一定会无所适从，因为这类节
目通常不会提供拔高的意义，也不落脚
于任何道德训诫或情感升华，而是以一
个不知所云的结局收场，制造无意义本
身就是它的底色。

喜剧的抽象文化虽然看着新鲜，但
它并非 Z 世代独创，而是早有渊源。
1992年，初出茅庐的周星驰在经典电影

《家有喜事》中就设计了大量不着边际
却又令人捧腹的桥段，比如常欢（周星
驰饰）生病时的病名叫“无定向丧心病
狂间歇性全身机能失调症”，这种描述
就非常抽象，自此华语喜剧电影中独特
的无厘头风格开始发扬光大。

所谓无厘头，说白了就是角色的行
为语言不符合常理、和日常情境无法调
和，从而达到极端搞笑的程度。如今看
来，当下的抽象文化与无厘头风格一脉

相承，他们都在用跳脱的、荒诞的方式，
暂时摆脱日常生活的规范与束缚。

如果无厘头是世纪之交青年对文
化的调侃和解构，抽象文化则是当下 Z
世代群体所寻求的一种情绪调适策
略。在学业和工作“内卷”的语境下，如
今的青年群体普遍会有一种意义过剩
的疲倦感，有时候过度的情绪劳动使得
他们会有情感耗竭的感受。内容消费
中，在幽默中升华主题的传统喜剧节目
早已让大量青年免疫，于是，一种希望
暂时逃离现实逻辑与意义牢笼、体验毫
无负担快乐的抽象文化就应运而生。

抽象文化的喜剧节目允许负面情绪
以近乎夸张的方式宣泄出来。在这里，
闹腾是正当的，快乐不需要任何理由，笑
声就是笑声本身，不必承载任何附加价
值，有人将这种抽象文化称之为“精神布
洛芬”，实际上也道出了这类节目在当下
社会所具有的独特心理疗愈功能。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这种“梦
到哪句说哪句”的快乐，不少观众看过抽
象喜剧后一脸茫然，觉得莫名其妙、脚趾
抠地，喜欢的人笑得前仰后合，不喜欢的
人嗤之以鼻，两派阵营泾渭分明。

客观地说，抽象文化有自身的建设
性意义。按照文艺理论家弗莱对喜剧

的经典定义，喜剧本身就是正常个体打
破禁忌以洁净心灵的自我维护经验，抽
象喜剧不过是将这套逻辑推到了极致，
它用更疯癫、更荒诞的方式，把笑从意
义的牢笼里彻底放飞。

从这个角度来说，抽象文化看似外
在形态荒诞至极，但往往也具有立意高
远的潜能，部分优秀作品甚至可以达到
观照人类生存境遇的思辨高度。例如

《父亲的葬礼》就是通过毫无逻辑却又极
度真诚的怪诞元素叠加，展现了生命背
后不为人知的、浩瀚不可穷尽的维度。

尽管抽象喜剧可以为年轻人提供情
绪的解压阀，让人短暂地从倦怠生活中
抽离，体验“别无所求”的快乐，但笑过之
后，焦虑还在，压力还在，在笑声中获得
片刻释放后，终究还是要回到现实。

如果喜剧节目提供的只有暂时的
麻醉，而没有真正的情感净化或认知升
维，也没有提供一个稳定的意义系统，
那么这种笑声便可能成为一种廉价的
止痛药，逐步走向虚无的深渊。对抽象
文化来说，如何在荒诞感与意义感中寻
求平衡，就成为重要的美学命题。

（作者系浙江省影视与戏剧研究中
心研究员、浙江传媒学院电视与视听艺
术学院副院长）

让年轻人上头的抽象喜剧让年轻人上头的抽象喜剧

■ 任仲伦

我坐在影院里，银幕上放映着《给
阿嬷的情书》。影片感人至深：阿嬷叶
淑柔半生守候书信，孙子远赴泰国探寻
真相，却发现与阿嬷通信半生的，却是
陌生的谢南枝。两个女性没有血缘，却
有中国人最懂的关键词——有情有义。

这部成本仅1400万元的电影，票房
已突破 19 亿元，预测票房超 20 亿元，观
众超 5600 万人次，豆瓣评分高达 9.3
分。观众评价说：“狠狠治愈了身处快
节奏中的我们。”影片印证了一个朴素
道理：情绪价值没有失效，失效的是廉
价的情绪操控。观众要的不是被拿捏，
而是被打动。最高级的创作，不过是贴
近人心罢了。

当下的文艺创作中，“情绪治愈”
风潮正悄然占据主流，有言必谈“提供
情绪价值”的风气。我们看到了《去有
风的地方》《我的阿勒泰》那样的悠然
南山、烟火乡间，还有解锁松弛的风光
短视频，抑或是一键解压的逆袭爽文
等等。情绪优先或者情绪导向，成为
创作的集体无意识选择。这些作品有
它的价值：褪去了厚重的思辨锋芒，卸
下了深刻的现实重担，以柔性叙事疏
解当代人紧绷的神经，以温柔情绪抚
平人们心底的焦躁。它们自有生成逻
辑：当内卷的压力、未知的焦虑、生活
的琐碎层层堆叠，成为当代人的身心
常态；当各大内容平台的算法精准捕
捉用户的情绪偏好，完播率、点赞量、
好感度等数据成为倒逼创作的无形标
尺，这种创作风潮就应运而生。它实
际上是社会情绪刚需与流量市场规则
双向奔赴的结果，是短视频与流媒体
时代文艺工业化的必然产物。

其实，艺术本来就具有情绪和情感
价值。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是“诗言
志”，指的是艺术表达思想与情感；孔夫

子评价《诗经》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说的是即使情感表达，也要恰到好处，不
失分寸，“中和”为美。我想起歌德的小
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维特效应”是当
时著名的社会现象。歌德通过写作疗救
了自己，他把足以吞噬自己的痛苦转化
成了艺术；而几代读者则在少年维特的
悲剧中完成了情绪宣泄与反思。真正治
愈他们的，不是维特的死，而是意识到原
来有人和我一样痛过。这份痛可以变成
悲剧，更应该变成顽强的生命意识。

我在上海作家协会工作时，曾经与
作家史铁生谈起《我与地坛》的创作心
境。他21岁瘫痪后，在地坛公园晃荡了
15年。他不写励志鸡汤，不假装身残志
坚，而是写一个人如何在一片废墟般的
命运里，一点点守住自己的尊严。《我与
地坛》给无数陷入绝望的读者带来的治
愈，不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空话，而是
即便不好起来，你也可以这样活着的从
容。正如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就
提出，悲剧能“借引起怜悯与恐惧使这
种情感得以净化”。这个希腊词汇“净
化”，说的就是通过体验他人的痛苦来
洗涤和释放自己的情绪。

然而，并非所有打着“情绪治愈”旗
号的作品都走对了路。市场上大量涌
现的“唯情绪价值”作品，正在用空心化
或浅层化的内核和趣味，消解文艺应有
的人文深度。打开视频平台，甜宠剧里
永远是“壁咚”“摸头杀”等程式化的恋
爱套路。据统计，近几年热播剧中 83%
的“高甜名场面”都是经过 5 到 8 次 NG

（意为拍摄失误或效果不佳后的重拍）
的刻意设计。微短剧的“霸道总裁爱上
我”“隐藏富豪反转现身”等套路，至今
被不断复制或平行移植，即使一些实力
派演员进入短视频和微短剧领域，结果
也是自觉或不自觉被同化。流量的地
位高过了创造。当高流量与低评价变
成常态，甚至变成创作或制作标准并以

此为荣时，这就值得引起警觉。
需要警觉的当然不是情绪导向的创

作逻辑。创作始终是百花齐放的。现实
题材作品直面生活苦难，激励变革与进
步，值得倡导；治愈系创作以包容温柔的
姿态拥抱受众，缓解大众的精神内耗，应
当鼓励。我们需要警觉的是创作的格式
化：形成“捕捉大众情绪焦虑——输出温
柔即时慰藉——收割平台流量热度——
批量复刻同类作品”的稳固闭环，并且成
为文娱市场最稳妥、最长久的爆款范
式。需要警觉的是审美的甜宠味。不少
作品大多用滤镜化的美好，搭建起一座
脱离现实的乌托邦。更要警觉的是，当
这种格式化与甜宠味的创作（其实应该
说是制作）成为时代风潮时，我们就有理
由呼唤更有人情温度和人性深度的创作
和作品出现！浅层快感无法解答深层迷
茫，温柔幻境难以锻造精神脊梁。

我想到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他
疾呼：打开窗户吧！让我们呼吸英雄的
气息。由此创作了“英雄三部曲”——

《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
传》。十九世纪末的欧洲处于“萎靡的时

代”，弥漫着享乐主义和悲观厌世风气，
罗曼·罗兰渴望一场精神救赎。他描写
英雄不着眼丰功伟业的缔造者，而是靠

“心灵而伟大”的受难者。真正的英雄主
义是在看清生活苦难后，依然在精神上
不向命运低头，这才是“情绪治愈”的典
型样本。我们的浙江老乡、著名电影导
演谢晋的“改革三部曲”——《天云山传
奇》《牧马人》和《芙蓉镇》同样如此，它们
描写了民族的苦难岁月，但没有沉湎在
悲情哭诉之中，而是描述在苦难中抬起
头的生活勇气、在寒冷中相互取暖的美
好人情，说到底，就是崇尚真善美。

今天的情况确实更加复杂了。社交
媒体放大了焦虑，短视频切碎了注意力，
算法推荐制造了信息茧房，甚至成为了
行业标准；当下观众既要被抚慰，又本能
地反感被糊弄；治愈类创作要同时满足
社会心理需求和保持人文深度，就像在
刀锋上跳舞——既要给疲惫的人一个落
脚处，又不能踩碎自己的脚。所以，做作
品难，做好作品更难，确实如此。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做好作品。
当下文艺创作需要跳出“唯情绪、唯解
压”的功利取向，实现温柔治愈与人文
深耕的双向共生。有人说：短剧因为
短，自然无法承担思想之重。鲁迅的

《狂人日记》全文约4700字，正常通读时
间约为10分钟，但它成为疗救“国民性”
的经典。我们说：文艺既要有温柔的叙
事抚平世俗疲惫，更要用厚重深刻的内
核支撑精神成长；既要贴合当代人的情
绪诉求，又要坚守文艺的精神担当。说
句大白话，即使是治愈人心的文艺作
品，也不能提供虚幻的避难所，而要提
供真实的前行地图，并且在地图上标注
了深渊在哪里，又标注了攀爬的岩缝在哪
里。唯有如此，文艺才有真正的力量——
不仅抚慰人心，更要鼓舞人心。

（作者系上海电影集团原总裁、中
国电影家协会原副主席）

拿捏与打动

■ 李扬帆

当《素食者》在豆瓣上稳居高分，
“现象级杰作”的推荐文案先于文本来
到读者眼前；当余华的《活着》被剪成几
分钟的电影解说，弹幕里不停滚动着

“这才是文学的力量”⋯⋯
网络的浪潮中，一部文学作品的评

分、推文和短视频，几乎可以在同一时
间通过一个又一个切片涌入我们的视
线。在这样一个被“实时推送”的世界
里，一部作品的意义，是被阅读，还是只
是被标注、被推送、被称作所谓的“佳
作”“热榜书”“必读书”？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文学是
进行时态的文学，是正在发生的文学，
每天都有庞杂而鲜活的新生文本涌
现。某种意义上说，如何定义佳作，尤
其 是 经 典 这 件 事 ，本 身 也 正 在 发 生
变化。

在过去，经典的形成是一场漫长的
“接力”。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吸引一代
又一代人，往往是因为这些故事在历经
时间沉淀后仍能以其深邃的思想和洞
察，跨越时空与读者产生共鸣。而今
天，朋友圈的一次刷屏、一条爆款短视
频、一场流量破亿的直播，都能让某本
书迅速成为所谓的“爆款”。

这种现象的形成，离不开当下算法
筛选、流量至上的媒介环境的影响。竖
屏时代里，媒体越来越成为人与书“相
遇”的重要中介。然而，当点击率、话题
热度成为一部作品能否被看见的重要
推手，当评分、奖项、某某推荐等标签前
置于作品本身来到我们的视线⋯⋯众
声喧哗里，佳作不再等待被时间验证，
而是被推上了神坛。

不可否认，这些形式替很多人推
开了通往文学的那扇门。“什么值得

读”，也不再只是由评论家、教授或文
学奖说了算。但是，好的故事不是被
命名的，经典的裁判权永远掌握在读
者手中。

我自己的体会是，书封上闪亮的
推荐语、社交媒体大量曝光也许的确
能让我从书架上独独取下这一本，但
速成的作品，如果故事不能打，往往还
是难逃读了几页“不过如此”便被放下
的命运。

不管算法如何精准地“投喂”我们，
速成的作品只能是貌似精致的“电子榨
菜”，未必能成为滋养人的“精神细糠”。

要相信读者的审美判断力。剧可
以弃追，书当然也可以弃读。那些在流
量浪潮中被推到眼前的所谓“爆款”“佳
作”，终将在浪潮退去时消失不见；而那
些经过时间考验的真正经典，无论其被
搬运到社交媒体上的“高光片段”多么
有情绪感染力，也无法替代经典本身的
吸引力。

正如刷切片只能知道《三体》世界
里文明的兴衰，但整个宇宙为你闪烁的
震颤与神秘，是翻开书本后的限定惊喜
⋯⋯这样的情感与质感、这些字里行间
筑起的精神飞地，要通过一部部具体的
作品里那些活生生的人来落脚。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它能
“拽”住读者，带给我们在碎片化信息流
之外的、沉浸式的生命碰撞。文学的力
量，往往正藏在那些让你读到一半必须
要放下书深吸一口气的瞬间。

如果经典真的存在，它也许不只发
生在被“推送”的那一刻，而是在一次次
沉静而缓慢的阅读之中。它最终应该
回到的地方，是每一个读者在深夜合上
书本时，那次真正触及灵魂的战栗。

（作者系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研
究生）

作品好坏，岂可由“推送”定义

■ 刘海峰

关于科举对中国古代文学是否具
有促进作用，学术界有不少争论，也有
观点认为科场中很少产生杰出的文学
作品，科举考试对文学基本上是“促退
的”，或者说唐宋科举对文学的发展起
过一定的消极作用。

我以为，转换了认定“科举很坏”的
思维定势，便可看出科举对中国古代文
学的影响主要方面是积极的。从隋唐
到明清的 1300 年间，不仅多数文学家
是科第出身，而且科举影响到中国古代
文学的方方面面。

首先，科举制塑造了一个朝野尚
文、大多数读书人皆能吟诗作文的文学
社会。

科举取士主要考试经术和文学。
经术指中国传统的经学儒术，即统治者
一向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
家经典学说；文学指注重形象思维的文
章辞赋，即讲究赋、比、兴，祖述风、雅、
颂的诗歌文采，以及追求词藻华美的写
作章法等。

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既是
一种经学考试，同时也是一种文学考
试。科场中产生的试帖诗与律赋、策
论、八股文本身便有一定的文学性，而
且以文取士与唐诗的兴盛，与唐宋古文
运动，与元代戏曲、古代文论等都有密
切的关系。由于科举渗入到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明清两代大部分小说或多
或少与科举相关，或者至少找得到科举
的痕迹。

从许多方面看，科举制都直接促进
了唐诗的兴盛和唐宋文学的繁荣。

唐代是一个崇尚文学的时代。相
对其他朝代而言，唐代的科举取士特
别是进士科较重文学诗赋。崇尚文
学、以能文为贵的社会风气在唐代颇
为浓厚，唐代文学繁荣昌盛，诗歌尤为
普及、优美，因而唐代被后人称为文学
的时代。中唐时独孤及《检校尚书吏
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说：“唐兴
百三十余年，天下一家，朝廷尚文。”由
于朝廷尚文，并以文取士，因此，朝野
上下皆贵重文学，以不能文为耻。正
因唐代进士科要考试帖诗，才促使人
们努力钻研写诗技巧，平时注意收集
素材和写作诗歌。当一般读书人都懂
得作诗的基本知识以后，诗歌创作必
然成为一个较为普及的事情。没有科
举对诗赋的重视，就没有唐诗格律的
成熟，更难有唐诗“盛唐气象”的文化
高峰。

宋代科举考试重策论，要求文章言
之有物、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文风朴
实，反对浮华空洞、辞藻堆砌。这种科
场导向，彻底扭转了晚唐五代以来“绮
靡浮艳”的文风，催生了宋代散文“平易
自然、义理精深、经世致用”的独特风
格。如，欧阳修作为科举主考官，大力
倡导古文，摒弃浮华骈文，尤其是嘉祐

二年（1057 年）榜，选拔出文风朴实、见
解深刻的考生，苏轼、苏辙、曾巩、张载、
程颢皆为此榜翘楚。

诗赋不仅能考察形象思维能力，而
且也能反映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和文学
水平，因而，借由科举制，一大批人才得
以脱颖而出。

诗 赋 可 以 言 志 ，家 事 国 事 天 下
事、个人抱负和习性好尚皆可以从诗
赋中曲折表达和宣泄出来。只有才
情并茂、文理优长的人，才写得出好
的诗赋。

唐代多数文学家考中过进士，如陈
子昂、张九龄、王维、韩愈、柳宗元、刘禹
锡、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皆为进士出
身。从隋唐至明清流传下来的多数诗
文集也是科第中人所为。

宋代“重文轻武”，科举制度进一
步完善，经过科场中的经术与文学之
争，北宋初期以诗赋为主，后来以策
论、经义为核心，侧重考察文人的政治
见解、思辨能力与文章功底，这一转变
直接推动了宋代散文的鼎盛，造就了
唐宋八大家中六位宋人（欧阳修、苏
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的文学
传奇。

一定程度上而言，科举制还推动塑
造了一个读书至上的文学社会。

隋唐以前，文学长期被门阀士族垄
断，是少数贵族阶层的“雅玩”。魏晋南
北朝时期，文学虽走向自觉，但创作主
体多为世家子弟、宫廷文人，与普通民
众关系甚少。

科举制的诞生颠覆了这一格局，明
确“取士不问家世”，即使寒门学子，只
要精通文墨，便有可能通过考试跻身仕
途、改变命运。读书作文从少数人的兴
趣，变成了广大士子的生存技能与人生
追求。

由 于 科 举 考 试 以 文 取 人 ，导 致
1300 年间官员文人化，文人官员化。
科举制打破阶层壁垒，以“文”为主要标
尺，让文章成为寒士向上流动的主要渠
道。社会上广泛流传着“天子重英豪，
文章教尔曹”等格言，提高了文学的社
会地位与普及程度。

没有一种制度是绝对完美的，科举
制当然有其无法克服的弊端。诸如，造
成人才的遗漏，考试内容走向形式化而
不具备实际使用价值，等等。但客观而
言，科举制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鲜明的
独创性，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刻、意
义重大，对科举制应客观认识和评价。
对文学而言，应试的压力、制式的规范
限制了文学的自由发挥和想象的空间，
而以文取士的形式，确实发挥了以考促
学的功能，引导士人习文，促使人们努
力向学，从而使得整个社会增加了许多
读书人或文人，减少了大量文盲，对中
国的文化积累和文明提升具有重要的
意义。

（作者系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
究中心主任、文科资深教授）

正说科举：

科举与文学的千年关联


